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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的科学性

——基于科学实在论的机制解释

艾尼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广州

摘  要｜立足于科学实在论，可以将民族学研究定义为对客观社会文化实在（含潜在结构与机制）的理论建模与经验确

证。笔者倡导一种整合深度民族志与多元（比较、量化、实验）证据的因果机制驱动型研究范式，旨在揭示：

（1）现象描述须服务于潜在机制的发掘与检验，构成解释力的核心；（2）理论竞争与知识累积需依据经验证

据对机制解释的效力进行评估，摆脱强相对主义束缚；（3）方法论的整合（三角互证）是实现对动态文化进行

可靠因果推断的关键路径。民族学向解释科学的转型，本质上是科学实在论的驱动下，研究重心从“理解”向

“解释”、从“意义”向“机制”的系统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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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若欲摆脱长期以来理论碎片化［1］与经验主

义化的双重困境，首要任务便是明确其本体论与认识论

立场。本文主张，在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框架下，民族

学应实现范式重塑。科学实在论一方面为民族学提供了

坚实的本体论根基，使我们能够承认社会文化现象背后

确实存在不依赖于观察者主观意愿的客观结构与因果机

制；另一方面，它亦为民族学确立了明确的认识论目

标，即致力于揭示这些现象“为何如此”“如何发生”

的因果路径，而不止满足于对“意义”的描绘与理解。

传统民族学研究固然在田野工作、深描与文化解释方面

形成了自身的知识传统与操作规范，但正因过于强调主

观意义与文化差异，其理论建构常陷于描述性停滞，缺

乏对潜在机制的系统揭示。这种“理解科学”导向虽可

丰富学科知识的厚度，却难以为民族学提供稳固的解释

力。而若一味追求形式化与机制抽象，又容易将文化的

复杂性简化为结构的静态逻辑，割裂了行动与意义、地

方性知识与中宏观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所

倡导的，不是对传统民族学认识论的批评否定，而是一

种兼顾文化描述与机制解释的范式整合。 

1  民族学研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重塑

1.1  民族学研究的本体论基础

科学实在论的核心本体论观点是，确认一个客观

实在世界的存在。该世界涵盖了不容置疑的社会文化实

在，且其独立于我们特定的观察、理论阐释与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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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于民族学而言，这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文化

现象，无论是宏大如国家制度、区域性市场网络，还是

具体如特定社群的婚姻模式、仪式实践，乃至个体在特

定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惯习，均非研究者主观想象的产

物，亦非纯粹“话语建构”。它们在特定的时空条件

下，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实在”而存在。并对身

处其中的行动者产生着真实的、可被经验观察和分析的

约束与赋能效应［2］。 

承认社会文化实在的客观性，绝不意味着将其等同

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那些纯粹物质性的、不依赖于人类

意识的自然客体。社会文化实在无疑具有其独特性，它

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人类的意向性活动、互动实践以及在

特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享观念所塑造和维系的［3］。然

而，正如约翰·塞尔等学者所深刻揭示的那样，许多依

赖于人类集体意向性而存在的“制度性事实”——例如

货币、产权、国家主权乃至“民族”这一概念本身——

一旦被集体所接受并制度化，它们便构成了行动者无法

任意忽视的客观环境［4］。换言之，社会文化实在的“建

构性”与其“客观性”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対立关

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建构的过程本身可以，也应该

成为我们客观研究的对象；而建构的产物，一旦凝结为

制度、规范或普遍接受的意义体系，便获得了其不以个

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力［3］。 

更为关键的是，科学实在论引导我们将视角转向那

些潜藏于可观察现象背后的、更为根本的潜在结构与因

果机制。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并非一系列孤立事件的

随机组合，其背后往往存在着不易被直接观察到的深层

结构性要素（例如，社会分层体系、文化深层语法、权

力分配格局等）以及驱动其运作与变迁的特定机制（例

如，社会流动的机制、文化传播与濡化的机制、冲突升

级与化解的机制等）。我们认为，正是这些潜在的、但

客观存在的结构与机制，构成了社会文化实在的核心内

容，也理应成为民族学理论构建所致力揭示与解释的核

心对象。它们是塑造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模式、行为常

规以及社会历史变迁的真正动力源泉［3］。 

1.2  民族学研究的认识论目标

在确立了社会文化实在的客观性这一本体论基石

之后，民族学研究的认识论目标也随之变得清晰：即追

求对客观社会文化实在的真理性的（逼近真理的）解

释。在此，我们必须对“解释”一词的内涵做出严格的

界定，以区别于学科内某些长期以来含混不清，乃至是

错误的理解。在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下，“解释”绝不仅

仅是对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无论这种描述多么

“深厚”或“引人入胜”；它更不等同于对行动者主

观意义进行某种“同情理解”。尽管后者无疑是获取

经验材料的重要环节，但其本身绝非解释的终点。解

释的核心要义，在于揭示现象“为何如此”以及“如何

发生”，即系统阐明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与生成机制。一

个成功的、具有科学性的解释，必须能够清晰地告诉我

们，是哪些关键因素，在何种特定的条件组合下，通过

怎样的一系列中间步骤或互动过程，最终导致了特定社

会文化现象的出现、持续、变迁或消亡。倘若一项研究

无法回答这些“为何”与“如何”的追问，那么无论其

呈现了多少有趣的“故事”或“意义”，其在科学解释

力上都是无力的［5］。 

在这目标下，我们必须彻底摒弃那种将理论仅仅

视为对经验材料进行某种主观“装点”“拔高”甚至是

“过度阐释”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贬低了理论的

真正价值，更阻碍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积累。相反，理

论是我们用以对复杂社会文化实在的特定方面（尤其是

其内在的结构与机制）进行抽象化、概念化和模型化的

基础性工具。例如，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可能会提出

诸如“社会建构”“工具性选择”或“情感联结”等不

同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不同历史与社会情境下族群认

同的形成、强化与变迁。

这些理论模型的核心功能在于：（1）对纷繁复杂的

经验材料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简化，从而突出其本质特征与

核心关联；（2）针对现象背后的潜在机制提出明确的、

可供经验世界检验的假说；（3）从这些假说中运用严密

的逻辑推导出一系列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观察和测量的经

验含义。缺乏清晰理论框架指导的研究，极易沦为事实的

简单堆砌，而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洞察力的解释。 

1.3  科学实在论对民族学传统认识论的反思

科学实在论的引入，必然要求我们对民族学领域中

某些传统认识论立场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超

越。在这过程中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极端形式的社会

建构论，二是与之相伴相生的强相对主义。极端形式的

社会建构论根本上消解了知识的客观性基础，使科学真

理的追求变得虚无缥缈。强相对主义则过度强调不同文

化、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所谓“不可通约性”，认为不存

在超越特定“地方性知识”或“生活形式”的共同评价

标准，从而使得不同理论之间的理性对话变得困难［5］。

科学实在论并非全然否定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与

历史性，也不否认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理论预设对研

究过程和结果的深刻影响。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像一块

“白板”一样去“纯粹客观”地反映现实。然而，科学

实在论坚信，尽管我们的观察不可避免地负载着理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客观实在的、虽然可

能不完美但却可不断改进的可靠知识［6］。 

通过建立和遵循严格的方法论规范——例如，强

调研究设计的严谨性、数据收集的系统性，以及分析过

程的透明度——通过倡导开放透明的学术批评与同行评

议，以及最重要的——坚持对经验证据的共同追求——

科学共同体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进行富有成

效的对话、竞争与筛选，逐步剔除那些缺乏经验支持或

解释力低下的理论，保留并发展那些能够更好地逼近客



·406·
民族学的科学性

——基于科学实在论的机制解释

2025 年 5 月
第 7 卷第 5 期

https://doi.org/10.35534/pss.070507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观实在的理论，从而实现知识的真正增长与进步［7］。

波普尔认为，库恩承认观察的理论负载性会使他

导向相对主义的立场［8］。这种联系并非逻辑谬误，反

而是理解其所主张的认知与道德相对主义的恰当途径。

观察的理论负载性揭示了不存在纯粹客观中立的观察，

不同理论框架、文化背景会塑造不同的“真实”或“视

角”。具体到民族学，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再陷入那种看

似深刻实则无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

对立之中。一方面，我们充分承认并尊重每一种文化的

独特性和自主性，深度民族志对于捕捉和理解这种“地

方性知识”及其内在逻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忽视

文化的具体情境和行动者的主观经验，必然会导致对社

会现实的肤浅理解。另一方面，通过严谨的比较研究和

深刻的机制分析，完全有可能从丰富多样的特殊案例中

提炼出某些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因果机制或理论洞见。

因此，科学实在论鼓励民族学在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同时，在理解特殊性的基础上，探寻更深层、更具普遍

意义的动力机制。

2  以因果机制为核心驱动的民族学研
究新范式 

2.1  “因果机制驱动”范式的界定与核心特征 

何谓“因果机制”？我们必须对其给出一个清晰

且具有操作性的界定。在此，我们将“因果机制”界

定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Socio-cultural Context）

中，由一组相互作用的行动者（Actors，可以是个体或集

体）、他们的核心属性（Attributes）、他们之间形成的互

动模式（Patterns of Interaction）、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体系

（Rules，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可资利用

的各类资源（包括物质性与符号性资源），以及与此相

关的认知框架与情感状态等关键要素，通过特定的、可

识别的过程有机地组合起来，从而能够稳定地、或至少

是概然性地产生或导致特定社会文化结果［9］。

基于这定义，一个以因果机制为核心驱动的民族学

研究新范式，必然展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解释的深度性

它绝不满足于仅仅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

如，X与Y相关），甚至不满足于简单地确定两者之间存

在某种模糊的因果效应（例如，X导致Y）。相反，它致

力于打开两者之间的“黑箱”，系统阐明X是如何通过

一系列具体的、相互联结的中间步骤（即机制的运作过

程）来精确地产生Y的。这种对“如何”和“为什么”的

执着追问，构成了机制解释的灵魂。缺乏对具体运作过

程的揭示，任何所谓的“因果解释”都必然是肤浅和不

可靠的。

（2）过程导向

机制解释要求我们将研究的焦点置于过程、动态

和互动之上。社会文化现象绝非静态的、凝固不变的实

体，它们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展开、维持、调适和演

变的。因此，机制驱动的研究必须致力于理解现象是如

何在行动者的持续互动和结构性条件的约束与赋能下，

一步步生成和演化出来的，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某种固定

“结果”的简单快照。

（3）情境敏感性

尽管某些抽象的因果机制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

境适用性，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触发条件以及最终的

作用效果，往往会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情境的深

刻塑造与制约。因此，机制驱动的研究范式必须对情境

因素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致力于探究同一机制在不同

情境下的具体运作逻辑、激活条件及其作用边界。脱离

具体情境空谈机制的普遍性，极易陷入理论的空转。

（4）理论构建的中心性

对因果机制的识别、提炼和阐释，其本身就是理论

构建的核心点。学者必须超越对经验材料的简单归纳，

致力于发展出有效的概念工具和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

理论模型，用以清晰地刻画这些机制的组成要素、它们

之间的相互联结方式，以及它们在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

可预测后果。没有理论的指引，机制的探寻就如同在黑

暗中摸索，既缺乏效率，也难以积累［10］。

（5）经验可检验性

关于特定机制存在的假设，以及阐释该机制如何运

作的理论模型，都必须能够，也必须愿意接受来自经验

世界的严格检验。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能够从其理论模

型中逻辑地推导出一系列清晰的、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

观察和测量的经验含义，并通过系统的实地研究来收集

相关的经验证据，对其理论主张进行验证、修正乃至证

伪。任何拒绝经验检验的“机制”主张，都不过是缺乏

根基的臆测［3］。

2.2  深度民族志的奠基作用

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文化研究中，深度民族志无

疑构成了方法论层面的基石。正是依托于长期的田野、

深度的参与式观察、启发性的深度访谈，以及对地方性

知识的细致体认，民族志研究者得以获取一套高度情境

化、经验丰富且细腻入微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恰恰为

因果机制的揭示与分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资源。

具体而言，其贡献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提供初步洞见。通过沉浸式的田野工作与

“深描”方法，民族志使研究者得以进入地方行动者的

主观世界，从而捕捉那些在宏观指标与量化数据中难以

显现的日常互动结构、非正式规范与潜在规则［11］。这些

内容，虽多为潜藏之维，却往往构成机制假设生成的关

键灵感来源，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价值。

第二，追踪机制过程。机制的本质，不在于某种静

态的变量关系，而在于一个动态展开的因果链条。民族

志特有的历时性观察视角与叙事化记录方式，使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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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较为系统地呈现某一机制如何在特定情境中被激

活、展开与持续，其间如何与行动者的互动发生交织，

从而推动特定结果的生成。

第三，理解行动者视角。所有机制的运作，最终

都需诉诸行动者的认知结构与能动性选择。其动机、情

感、价值取向以及意义世界，均构成机制运行不可或缺

的内生因素。深度民族志之所以重要，正是在于它提供

了一种通达行动者“生活世界”的独特通道，使研究得

以深入其意义建构的核心环节［12］。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主张，一个以机制识别为核

心取向的民族志新范式，必须在坚持深度民族志基本原

则的同时，主动展开方法论上的拓展与整合。在坚实的

田野根基之上，结合其他具有结构性与比较性优势的研

究路径，方能超越单一方法的局限，走向一种更具系统

性、解释力与推广性的社会科学机制研究模式。

2.3  整合多元方法论 

民族学研究欲求深入、系统地阐释社会文化机制，

其方法论的革新已成必然之势。我们必须超越单一方法

的局限，积极拥抱并有机整合多元研究路径，以期达成

“三角互证”，从而极大提升因果推断的稳健性。此种

整合绝非简单的拼凑，而是需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进

行策略性的选择与组合［13］。在此框架下，比较分析、量

化方法与（准）实验方法等数种路径尤为关键。

比 较 分 析 ， 尤 其 是 历 史 比 较 与 定 性 比 较 分 析

（QCA），其价值在于通过跨案例的系统对勘，揭示特

定机制在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下的具体表现、作用边界及

激活条件。此举不仅确认机制存在，更助我们理解其运

作方式与缘由，是连接个案“厚描”与中层理论构建的

桥梁［9］。

量化方法的核心定位则在于在大样本中对机制

模型的核心变量关系进行统计确证，评估机制效应大

小与模型拟合度，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然

而，我们必须警惕，若缺乏清晰机制理论指导与质性

洞察的补充，量化分析极易沦为“黑箱”操作，甚至

产生误导［13］。

（准）实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直接检验因

果关系的途径。通过对假定机制触发因素的可控操纵

或巧妙利用“自然实验”，以更直接的方式检验机制

的因果效应，最大限度排除混杂因素。尽管在民族学

中全面应用面临挑战，其内含的“控制—比较”逻辑

与“反事实思维”，对提升因果分析的严谨性具有不可

替代的启发［14］。

综上所述，通过此种基于问题导向的、策略性的多

元方法整合，民族学方能在深化个案理解的基础上，构

建和检验更具普遍性与解释力的机制性理论。这无疑对

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广阔的方法论视野、更强的

多方法驾驭力以及更开放的跨学科合作精神。

3  机制驱动范式的意涵、挑战与前景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民族学（以及更广

泛的人类学）在理论发展与知识积累方面，常常面临一

种“碎片化”与“时尚化”困境。其根本原因，恰恰在

于缺乏一个共同的、致力于揭示客观实在背后深层机制

的科学目标，以及一套能够有效检验和筛选不同理论主

张的严格方法论标准。而以因果机制为核心驱动的新范

式，其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意涵，便在于它为民族

学理论的系统化发展与知识的有效积累指明了一条清晰

可行的路径。

 机制驱动的研究，天然地要求理论模型必须对所要

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动力过程进行精细的刻画，明确界定

机制的组成要素、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预期的经验

后果［15］。这极大地提升了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和概念清晰

度，使其不再是模糊的“宏大叙事”或含混的“启发性

隐喻”，而是可以被经验世界所检验（甚至证伪）的明

确命题。

当新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对以往研究（尤其是那些

已经得到较好经验确证的机制性解释）的继承、修正、

拓展或整合之上时，知识的累积性增长才成为可能。机

制驱动的范式，通过强调对特定机制在不同案例、不同

情境下的反复检验与比较分析，有助于识别那些具有较

强稳健性和解释力的核心机制，并将其作为后续研究的

“已知模块”加以应用和发展。这使得民族学研究不再

是无数孤立“个案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朝着构建一

个关于人类社会文化运作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知

识体系迈进。

可以预见，当民族学研究者将更多的智识精力投入

到对社会文化现象背后深层因果机制的发掘、阐释与检

验之时，学科的理论面貌将会发生深刻改变。理论将变

得更为精致、更具解释力，也更能经受住经验的考验；

不同研究之间的对话将更为聚焦、更具建设性；而民族

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将得到前所未有的

提升。这绝非易事，但却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范式所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学科内部长期形成的

思维惯性与方法论偏好，也来自社会文化现象本身的复

杂性［16］。要使学科研究者普遍接受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

立场，并将其内化为研究实践的原则，无疑需要一个长

期的观念转变过程。这需要学界内部持续的、高质量的

学术讨论与反思，尤其需要一批具有坚定科学理念和强

大理论自觉的研究者发挥引领作用。 

机制驱动的研究，特别是强调整合多元方法论的路

径，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方法技能都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学者不仅需要继续保有和发扬深度民族志的传统优

势，更需要系统学习和掌握比较分析方法、量化统计技

术乃至（准）实验设计的逻辑与操作。这种“全能型”

人才的培养，对现有的学科培养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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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方法论课程建设、鼓励跨学科方法训练，以及推动

研究团队内部的方法论合作，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措施。

社会文化现象往往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

的复杂系统［17］，多种机制可能同时发生作用。其边界往

往模糊不清，难以清晰地将其从具体的经验情境中“剥

离”出来进行单独的考察和验证。这要求研究者具备高

度的理论洞察力和精巧的研究设计能力，善于运用比较

的逻辑（例如，寻找那些在关键机制上有差异、但在其

他方面尽可能相似的案例），或者利用“自然实验”等

机会，来尽可能地分离不同机制的独立效应。

真正致力于发掘和检验深层因果机制的研究，往

往需要长时段的田野积累、多案例的比较分析，甚至

是多阶段的研究设计。其研究周期通常较长，短期内

不易产出大量的成果。这与当前某些急功近利的学术

评价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在此，我们呼吁，

学术评价体系必须进行相应改革，更加重视研究的原

创性、深刻性和长期价值，为那些致力于攻克重大理

论难题和进行方法论创新的研究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和

更稳定的支持。

在强调机制解释的同时，我们必须警惕一种潜在

的危险。即过度简化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将其粗暴

地还原为少数几个孤立的、机械运作的“零件”。社

会文化机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运作的，它们与行

动者的意义阐释、情感体验以及更宏观的结构性力量

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机制解释必须与

对情境的深刻理解、对行动者主体性的尊重以及对文

化整体性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陷入一种新的

“技术化”的片面性［5］。 

4  结语

展望未来，我们主张构建一种新的民族学研究范

式。该范式以科学实在论为哲学基石，以探寻和阐明因

果机制为核心驱动力。其根本目的，绝非是用某种刻板

的“科学主义”来消解民族学深厚的人文关怀与阐释智

慧，而是要在科学的“解释”与人文的“理解”之间，

构建起一种更高层次的、动态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让

严谨的解释能够深化理解，而深刻的理解亦能启发和引

导更精准的解释。对社会文化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深刻

揭示，无疑能够极大地深化我们对这些现象本质及其运

作逻辑的“理解”。反过来，对特定文化情境下行动者

主观意义世界、情感体验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也

为我们发现和阐释相关机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素材

和理论灵感。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的。一个好的机制解释，必然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

理解为何特定人群会那样思考、那样感受、那样行动；

而一个深刻的文化理解，也必然会指向对塑造这种文化

的潜在机制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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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Ethnology
—A Mechanistic Explanation based on Scientific Realism

Ai Nijiang

School of Ethnology, Guangdong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Grounded in scientific realism, ethnographic research can be defined as the theoretical modeling and 
empirical corroboration of objective sociocultural reality (including underlying structures and mechanisms). This paper 
advocates for a causal mechanism-driven research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deep ethnography with diverse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This paradigm aims to reveal that: (1)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s must 
serve the discovery and testing of underlying mechanisms, forming the core of explanatory power; (2) Theoretical 
competition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require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mechanistic explanations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thereb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strong relativism; (3)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triangulation) is a crucial path to achieving reliable causal inferences concerning dynamic cultu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thnology into an explanatory science is, in essence, a systematic shift driven by scientific realism, moving the 
research focus from “understanding” to “explanation” and from “meaning” to “mechanism.”
Key words: Scientific realism; Ethnology; Causal mechanism; Explanati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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